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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探究新发展格局下信息化影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作用路径，立足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根据蛇形布局理论，结合“微笑曲线”，从信息化嵌入视角，以中国17个制造业行业为样本，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2000－2014年的有关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信息化嵌入显著推动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提高，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在其中具有中介作用，整体而言主要通过劳动力成本中介增强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信息化嵌入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作用于高技术制造业时，行业发展与信息化结合更好，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而低技术制造业技术水平低、信息化结合能力弱，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为促进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提出相关对策包括大力发展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走全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制造业各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低技术制造业转型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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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Informatization Embedding o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Manufacturing Global Value Chain
Yu Lina, Yan Su, Sun Yaxiu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formatiza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lobal value chai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serpentine layout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smile cur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zation embedding, this paper carries out empirical tests with the panel data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by taking 17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as samples, and using the relevant data of 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 (WIOD) from 2000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formation embed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dominant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whic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abor cost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on the whole, the dominant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the industry is enhanced mainly through labor cost intermediary; when the influence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embeddedness act on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re better,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abor cost is significant, while the low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low technology level, weak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bility,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abor cost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 industry, promoting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aking a comprehensive new industrialization roa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city of all industri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vigor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bor force and strengthe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low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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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深深融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在全球生产分工中获益。在许多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下降背景下，中国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前期阶段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不降反升[1]。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逐步深化，中国要继续维持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趋势面临严峻考验：从外部情况来看，受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双重夹击，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空间有限且逐渐缩小；从内部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迫使国内部分产业转移到更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同时由于对技术外溢的过度依赖、参差不齐的企业吸收能力以及发达国家的俘获效应，中国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技术升级，反而陷入了“低端锁定”[2]。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取向一是加快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二是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和全面技术进步[3]。因此，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发展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摆脱发展困境、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1  文献回顾
[bookmark: _Hlk95654513][bookmark: _Hlk95654628][bookmark: _Hlk95655062][bookmark: _Hlk95655117][bookmark: _Hlk95667209][bookmark: _Hlk95667231][bookmark: OLE_LINK170][bookmark: _Hlk95667242]国内外学者从制造业服务化和价值链结构的角度进行研究，一致认为通过影响企业组织、创新体系及生产业态来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研究认为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参与地位均有提升作用[4]。同时，积极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环流并实现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的“双轮”驱动，也是有效促进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5]。但是，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世界各国间发展的不平衡增长，大部分研究主要立足于原有的国内外经济及政策环境，忽略了国际分工环境的变化以及现代社会信息化的特征。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影响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布局，也改变了制造业行业的生产和分配。在开放经济背景下，欧美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这不仅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化的体现，也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高端挤压及资源争夺压力[6]。中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指数由2011年的52.73%增长到2015年的72.68%，有望在2030年达到85%以上[7]，从而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发展。依托电信、计算机程序以及计算机服务活动的信息化与传统产业呈现不同的特征，体现出与生俱来的优势。张永林[8]指出，构成或组成信息的基本元素可称之为“信息元”，信息元不具有排他性，没有时限性和距离性，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经济现在已经融为一体。赵振[9]认为“互联网+”的跨界经营使工业经济时代的报酬递减转变为报酬递增。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产业具有网络效应，其价值随着使用者的增多而增大，相当于一种需求方规模经济[10]。信息通信产业凭借其广泛性和高渗透性融入制造业生产的各个方面，这种信息化嵌入通过替代效应、渗透效应、创新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影响经济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11]，促进制造业企业网络化、平台化发展，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ICT产业在中国实现了较大增长，根据国家外汇局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应补充标引著录来源具体出处。注意不能以增加来源描述代替文献标引著录——这句话理解不了吗？！】，2010－2019年中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一直保持顺差，贸易总额由2010年的145.9亿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807.6亿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稳步提升（见图1）。此外，信息化的特性使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仍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契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1年的报告显示，美国和中国在参与数字经济中受益能力最强，两国的5G普及率最高，两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融资总额占过去5年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融资总额的94%，两国的世界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占世界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70%，两国的数字平台占全球最大数字平台的近90%，且上述数据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实现了大幅上升[12]。
图1  中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发展趋势

[bookmark: _Hlk95655804]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信息化及互联网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贸易流动、中小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科技创新等方面。信息通信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通过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信息化能促进双边贸易流动，如Xing[13]研究指出信息化是解锁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电子贸易潜力的重要里程碑；究其内在原因，潘家栋等[14]认为互联网主要通过成本路径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包括降低沟通成本、信息搜寻成本以及生产成本。信息化拓宽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主体范围，为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可能[15]。信息化以及数字经济的崛起，为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提供了机遇[16]。信息化通过前后向关联溢出提高中国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效率[15]，而科技创新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16]。Lema等[17]和Sampath等[18]均研究指出，创新尤其是本地创新系统及自主创新能有效地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
[bookmark: _Hlk95657518]但到目前为止，信息化与中国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方面的研究尚较缺乏。在信息化特征日益显著的现代社会，研究兼顾产业整体性和异质性的制造业升级及发展模式，对于突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困境，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分工、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在讨论生产环节跨国布局和信息化嵌入对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力提升机制的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竞争力及信息化嵌入水平进行测算；此外，将制造业划分为低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1），研究信息化嵌入对不同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影响。
2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基于蛇形布局的生产环节跨国布局


[bookmark: OLE_LINK101]根据蛇形布局理论，生产环节的国际分配取决于两种力量，一种是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生产成本差异而形成的比较优势，这种离心力使生产环节出现分离及外包；另一种是由于存在分离成本而形成的共址力（co-location），也即“向心力”，包括协调管理成本、运输成本等，使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产生集聚[19]。蛇形生产环节布局如图2所示，其中横轴是生产环节z，纵轴为生产成本，存在两个国家甲和乙。其中甲国代表发达国家，在技术水平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乙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从甲国视角出发，决定生产环节是否外包到乙国。假设分离成本为t，代表国际贸易中的交通运输及信息协调成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为【各参数符号在文中首次出现时，应分别予以交代其表征的含义。后同】1＋，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为1-。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下，甲国将大部分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0-，-，-，-1）布局在本国，极少数部分（-，-）分包到乙国；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 ）分包到乙国，极少数部分（-）留在本国生产，如图2（a）所示。同时，乙国极少部分的技术密集型环节和甲国极少部分的劳动力密集型环节由于与相邻环节的脱离，分离成本过高而比较优势不明显，生产环节在国际的布局会重新被调整，在相互作用下，最终i、iii环节集中在甲国生产，ii环节在乙国进行生产，如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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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布局1                                             (b) 布局2
图2  蛇形生产环节布局的作用机制

结合“微笑曲线”来看蛇形布局模型，位于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布局在甲国，位于中间的低附加值环节布局在乙国，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环节被锁定在发达国家，而劳动密集型环节被锁定在发展中国家，且由于分离成本的存在，这种局面难以打破，导致两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地位不同。从比较优势角度分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不同要素禀赋带来的生产成本差异。因此，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增加值，必须着眼于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本身。从分离成本角度分析，信息化嵌入对运输成本影响较小，主要通过降低信息摩擦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信息化的这种影响对于贸易双方来说是对等的，最终导致贸易流量变化，并不能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起到明显促进作用。因此，本研究的理论机制主要从信息化嵌入影响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来阐述。
2.2  信息化嵌入、比较优势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
（1）信息化嵌入对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化影响可以改善制造业比较优势、提高制造业增加值，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不同生产环节存在附加值高低和要素密集类型的差异。从劳动力分层角度看，全球生产也是由不同层次技能的劳动力来完成的，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行业中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工作从业人员比例高，高技能、技术密集型工作从业人员占比低。但信息化嵌入使得各行业平均技术水平提高，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随之上升，呈现技能偏向型劳动力需求、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上涨；同时，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平台等的应用促进教育实现网络化、广泛性，增加了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也即，信息化嵌入同时影响到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
假设在劳动力短期市场中，低技能劳动主动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而高技能劳动主动从事技术密集型生产，短期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如图3所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较小，短期内信息化发展引致的劳动力技能偏向型需求使高技能劳动者需求增加，如图3（a）中D1向右移动到D2，高技能劳动者会主动选择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中的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即S曲线不变，则短期内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高技术劳动力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同理，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说，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大，短期内信息化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涌入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由S1移动到S2，需求未发生变化，即D不变，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高技能劳动力价格下降、生产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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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劳动密集型行业                                              （b）技术密集型行业
图3  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短期内高技能劳动力供求变化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由信息化嵌入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变化会影响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同时影响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优势。从短期来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成本提高时，组装、加工等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比较优势降低，低端产品国内生产成本升高，倒逼产业升级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欠发达地区转移，优化国内产业布局；同时，高技能劳动力增多有利于推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成本降低，在高端行业中形成比较优势，既通过高端行业发展推动本国产业升级，也吸引更多技术密集型投资进而提高进出口增加值。从长期来看，信息化嵌入会提高整体劳动力成本，促使发达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压力，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么退出或转移生产，要么转型升级，从而促进制造业内部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结构优化，推动国内制造业向高端方向发展。
（2）信息化嵌入产生前后向关联溢出，通过科技创新推动ICT产业和其他产业升级，提升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竞争力。首先，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推动了技术创新，提高制造业增加值。信息化嵌入主要依托于ICT产业的投入，而ICT在技术进步上表现出高度的创新性。对此，韩先锋等[15]将其表述为信息技术的后向关联溢出。信息通信技术研发部门自身需加强信息化能力，因此在资源投入上有较高的要求，对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两方面都需要高强度的投入。ICT产业的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更新周期较短，在技术进步上表现出高度创新性，这会提高其附加值，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其次，ICT产业具有广泛性和高渗透性，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动制造业整体发展。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存在着技术溢出，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中低技术产业增长。对此，韩先锋等[15]将其归结为信息技术前向关联溢出，表现在信息化对信息技术应用部门的创新。
ICT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创新驱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嵌入式创新。传统产业间的创新系统即创新主体、结构、制度等处于封闭的状态，信息化嵌入使得产业之间的知识共享、技术交流日益频繁，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要素部分嵌入到低技术产业中，使得低技术产业创新系统实现跨越式改善、产业关联性提高。二是融合式创新。信息化嵌入使其他产业形态与方式发生了变化，例如基于“互联网+”的电商等，制造行业依托信息化、网络化积累知识、技术，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创新体系与技术基础，产业间的创新网络与生产网络趋于融合，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从而实现协同发展、共同进步。三是逆向创新。ICT产业的发展使制造业各行业深深嵌入以软件、网络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而实体经济又会进一步为ICT投入提供资金等支持，促进虚拟经济发展，互联网经济和制造业之间由此产生一种正向反馈循环。赵振[9]认为，一个领域的微小改进驱动另一个领域的微小改进并反复循环的跨边正反馈效应使实体产品与虚拟产品迭代演进，更具效率且更容易突破惯例约束。
信息化嵌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新型制造业产生以及传统制造业升级，同时还为自主和引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创新环境。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高附加值产业增多，且高附加值环节更多选择国内生产；另一方面，吸引更多发达国家的知识获取型外商直接投资（FDI），使跨国公司将高附加值环节安排到发展中国家，从而提升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价值链地位和增加值。
（3） 信息化通过打破由嵌入型依赖和知识壁垒形成的制造业低端锁定加速比较优势改善和科技创新发展，促进高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在全球价值链发展过程中，出于对高端核心技术的保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知识壁垒，技术知识溢出受限，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参与价值链的过程中易产生低端嵌入型依赖，难以实现质的飞跃或跨价值链学习；然而在溢出效应或网络效应下，信息通信技术会降低交易成本并加快知识创造过程，有助于突破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时空局限，提高信息的可获得性、增强知识外溢，促进企业学习能力、吸收能力成长。发展中国家信息化的发展降低了知识获取成本，促进技术模仿与技术创新，从而改善其要素禀赋，增强其高技术部门的优势，实现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同时，信息化及信息产业的网络效应、边际报酬递增特征、马太效应及其广泛性和高渗透性使其成为制造业高端化的助推器，加速科技创新进程，并有利于放大比较优势，加速制造业高端化发展，从而增强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能力。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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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信息化嵌入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机制的作用路径

根据以上机理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信息化嵌入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即促进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优势。
假设2：信息化嵌入对制造业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出口显性比较优势的促进作用呈现差异性，对高技术行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假设3：信息化嵌入可能通过促进科技创新、提升劳动力成本进而提高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且这两种中介变量的作用存在差异。
假设4：区分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分类下，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在信息化嵌入提高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中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差异。
3  计量模型与变量设定
3.1  基准回归
为了验证假设1和假设2，在不包含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中介的情况下分析信息化嵌入对制造业各行业显性比较优势的影响，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1）


式（1）为基准回归模型，其中：i为制造业行业；t为年份；RCAit为i行业t年的显性比较优势；INFit为i行业t年的信息化嵌入水平；EXit、LAit、FDIit、STit是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出口规模、劳动力禀赋、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α0为常数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
3.2  作用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理清信息化嵌入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内在机制，借鉴温忠麟等[20-21]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建立如下递归模型：
	
	
	（2）

	
	
	（3）

	
	
	（4）


式（2）（3）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信息化嵌入对中介变量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式（4）回归模型则检验信息化嵌入和两个中介变量对各行业显性比较优势的影响。其中，TECHit、Wit为中介变量，分别表示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
3.3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行业显性比较优势（RCA）。考虑到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普遍存在过高现象，采用行业显性比较优势表示制造业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总值计算的传统RCA指数忽略了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工，而采用王直等[22]以贸易增加值计算的新RCA指数可以更好地体现全球价值链参与中某部门的生产要素所创造出的价值与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新RCA指数计算公式为：
	
	
	（5）


新RCA指数表示基于产业部门前向联系计算的本国总出口中隐含的该部门增加值占该国出口中总国内增加值比例，相对于所有国家出口中该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占全球总出口国内增加值比例的比值。其中：
	
	
	（6）


式（6）中：表示本国i部门创造的增加值以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形式出口且被国外吸收的部分；表示本国i部门创造的增加值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出口最终返回国内的部分；为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表示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参与全球竞争的要素收入。
（2） 解释变量：信息化嵌入（INF）。解释变量为各行业信息化嵌入水平指数。2010年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中信息产业共有4类：J58为出版活动；J59_J60为电影、视频和电视节目制作，录音和音乐出版活动以及节目和广播活动；J61为电信；J62_63为计算机程序以及相关服务。其中，前两类倾向于艺术产业的信息化，不在本研究范围内。另外，根据经合组织（OECD）对ICT产业的定义，包括C26（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产品制造业）、J61、J62_63，因此将C26作为信息化嵌入的制造行业来研究。最终，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中J61、J62_63以及C26三大类产业的投入作为衡量信息化嵌入的来源数据，构建信息化嵌入水平指数如下：
                                         （7）
式（7）中：TEL表示电信投入；COM表示计算机程序以及相关服务活动；OUT表示各行业总产出。计算得到的信息化嵌入水平指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信息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持与服务。
（3）中介变量：技术创新（TECH）和劳动力成本（W）。技术创新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由CCR模型得到边际报酬可变下的技术效率来表示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其中总产出、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是DEA 分析必不可少的3个变量，分别以各行业的增加值、实际资本存量和各行业从业人数表示。而劳动力成本则用各行业劳动报酬与行业从业人数之比来表示。
（4）控制变量。1）出口规模（EX）。出口导向战略使发展中国家融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规模影响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考虑到采用传统的贸易数据可能会出现重复计算与数据扭曲，因此使用增加值测算的行业总出口与各行业总产出的比值表示出口规模。2）劳动力禀赋（LA）。以行业增加值与各行业员工人数的比值来表示。3）外商直接投资（FDI）。用行业内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三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大中型企业的总产值的比重表示。4）产业结构高级化（ST）。使用新产品产值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社会新产品越多、产业结构层次越高则行业竞争优势越明显。
3.4  数据说明
根据《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对J61、J62_63以及C26三大类产业进行匹配2），同时将C29（汽车、拖车及半拖车制造业）和C30（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最后选取了17个制造业行业（以下简称“样本”）。以WIOD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来源，有关数据的时间序列为2000－2014年。为了消除不同年份间的价格差异，对相关数值进行平减，得到以2010年为不变价格计算的数值。其中，出口国内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等相关分解与计算方法参考对外经贸大学UIBE数据库的做法；信息化嵌入水平、出口规模相关测算数据来源于WIOD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技术创新、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禀赋相关测算数据来源于WIOD的社会经济账户（SEA）；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高级化相关测算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插补法进行补全。实证之前将数据进行去中心化处理。此外，各行业美元和人民币的货币转换按WIOD数据库中的汇率表即市场汇率进行转换，统一换算成人民币后进行计算。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与行业分组结果
由于各行业要素禀赋不同，在信息化嵌入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因此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信息化嵌入水平能显著提升样本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促进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验证了假设1。具体来看，对于样本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出口规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劳动力禀赋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中国现阶段的劳动力禀赋并未促进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资源错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制造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高，不利于显性比较优势的增加；产业高级化和外商直接投资有抑制作用但并不显著。
为进一步研究信息化嵌入对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的影响，将样本行业分为高技术和低技术两组进行回归检验。从表1可见，信息化嵌入对高技术行业的推动作用高于低技术行业，说明这种影响在不同技术行业中存在差异，验证了假设2，原因可能是高技术行业本身对电信和计算机等产业依赖性较强、信息应用基础设施完善，往往能更好地与信息化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和增加值提高，而低技术行业大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信息应用基础设施不完善、吸收信息化能力较弱，与信息化结合能力不强；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对两类样本行业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原因在于大多数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低端领域，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出于对自身核心技术的保护，真正的高技术溢出有限，而长期低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导致中国制造业陷入低端依赖，难以实现真正的技术突破，抑制本地企业显性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表1  2000－2014年信息化嵌入对样本制造业影响检验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指数替代
	高斯混合模型
	高技术类
	低技术类

	INF
	2.283 5***
（3.60）
	2.480 5***
（4.01）
	2.261 5***
（3.52）
	1.368 8**
（2.25）
	2.231 6***
（4.11）
	1.150 0***
（4.92）

	INF(−1)
	
	
	
	0.448 3***
（11.37）
	
	

	EX
	0.487 9***
（11.94）
	0.181 8***
（8.74）
	0.488 1***
（11.92）
	0.092 4***
（4.78）
	0.432 0***
（6.86）
	−0.600 3***
（−8.29）

	LA
	−0.020 3**
（−2.30）
	−0.028 9***
（−3.04）
	−0.020 0**
（−2.26）
	−0.006 3
（−1.04）
	−0.159 7***
（−5.41）
	−0.000 1
（−0.08）

	FDI
	−0.022 3
（−0.28）
	0.334 8***
（4.82）
	−0.027 4
（−0.34）
	0.134 4
（0.95）
	−0.360 8***
（−3.56）
	−0.296 8**
（−2.04）

	
ST
	−0.027 2
（−1.18）
	0.009 2
(0.56)
	−0.026 6
（−1.15）
	−0.010 8**
（−1.83）
	−0.015 3
（−0.75）
	−0.222 2
（−1.38）

	常数项
	0.530 8***
（7.87）
	0.000 1
（0.00）
	0.532 6***
（7.89）
	−0.012 9 
（−0.46）
	0.318 6***
（2.95）
	0.707 1***
（6.88）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家
	255
	255
	255
	255
	135
	120

	R2
	0.452 1
	0.257 0
	0.448 6
	
	0.696 4
	0.492 1

	AR（1）test
	
	
	
	0.025 0
	
	

	AR（2）test
	
	
	
	0.969 1
	
	

	Sargan检验
	
	
	
	1.000 0
	
	


[bookmark: _Toc31282643][bookmark: _Toc33800157][bookmark: _Toc33538016]注：1）***、** 、* 分别表示统计值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的为t统计值；3）R2 表示组内R2；4）AR test为序列相关性检验，Sargan检验为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其输出结果为t统计量。下同。

4.2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信性，采用3种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1所示，一是替代核心解释变量信息化嵌入指数，考虑到中国制造业各行业信息化嵌入水平主要来自国内投入，因此用国内信息化投入代替国际投入；二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分析，同时进一步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P值小于0.01，选择固定效应更合理，因此以下的进一步分析均使用固定效应；三是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高斯混合模型（GMM）进行估计，同时进行序列相关检验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差分GMM分析并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且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问题，表明所使用方法是合适的。3种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信息化嵌入都显著地推动了样本行业显性比较优势增强。
4.3  作用机制结果分析
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信息化嵌入对样本行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推动作用不显著；信息化嵌入和技术创新对样本行业显性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技术创新中介作用的Bootstrap检验结果为不显著（−0.383 5，1.934 7），因此对于样本行业来说，信息化嵌入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信息嵌入能力及技术创新水平差距较大引起的：高科技制造业本身技术创新与信息化水平高，注重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其信息化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明显优势，因此信息化融合能力强、吻合度高，信息化嵌入能更好推动其技术创新发展，进而增强其行业显性比较优势；低技术制造行业实施信息化嵌入和技术创新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信息化投入的数量和质量都较弱，且信息化基础设施不够完备、学习能力较低、技术溢出较小，较弱的信息化融合能力不能显著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其次，信息化嵌入对样本行业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劳动力成本和信息化嵌入都显著提高了样本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劳动力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
表2  2000－2014年信息化嵌入对样本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技术创新
	
	劳动力成本
	
	 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

	
	TECH
	RCA
	
	W
	RCA
	
	RCA

	INF
	0.514 3
（1.42）
	2.053 6***
（3.33）
	
	0.952 3**
（1.89）
	1.987 4***
（3.20）
	
	1.876 6***
（3.07）

	EX
	0.174 5***
（7.49）
	0.409 9***
（9.24）
	
	0.082 9**
（2.55）
	0.462 1***
（11.48）
	
	0.407 0***
（9.31）

	LA
	0.075 2***
（14.92）
	−0.053 9***
（−4.43）
	
	0.113 8***
（16.20）
	−0.055 7***
（−4.38）
	
	−0.073 7***
（−5.30）

	FDI
	0.150 1***
（3.25）
	−0.089 4
（−1.11）
	
	0.212 1***
（3.29）
	−0.088 3
（−1.10）
	
	−0.125 4
（−1.56）

	ST
	−0.021 2
（−1.61）
	−0.017 7
（−0.79）
	
	−0.006 2
（−0.34）
	−0.025 2
（−1.13）
	
	−0.018 3
（−0.82）

	TECH
	
	0.446 9***
（3.89）
	
	
	
	
	0.350 5***
（2.97）

	W
	
	
	
	
	0.310 9***
（3.77）
	
	0.237 9***
（2.81）

	常数项
	0.359 8***
（9.36）
	0.370 0***
（4.79）
	
	−0.146 8***
（−2.74）
	0.576 5***
（8.66）
	
	0.439 6***
（5.49）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家
	255
	255
	
	255
	255
	
	255

	R2
	0.737 7
	0.487 6
	
	0.880 2
	0.485 6
	
	0.505 6



4.4  行业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信息化嵌入影响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的途径，分别对两类行业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对于样本高技术制造业，结果如表3所示，信息化嵌入对行业技术创新有显著提升作用，因为高技术制造业更加注重研发等高端环节、与信息化更好地融合，从而促进行业技术创新的发展；信息化嵌入和技术创新都显著推动了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提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信息化嵌入对样本高技术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推动作用不显著，但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行业显性比较优势，这可能是因为信息化的发展一方面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信息化、网络化等学习平台降低了学习成本，使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转化为高技能劳动力，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从而使信息化嵌入对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而Bootstrap检验结果（0.008 5，1.643 0）表明，劳动力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即从样本高技术制造业整体来看，在信息化嵌入推动显性比较优势增强的过程中，劳动力成本发挥了中介作用。
表3  2000－2014年信息化嵌入对样本高技术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技术创新
	
	劳动力成本
	
	 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

	
	TECH
	RCA
	
	W
	RCA
	
	RCA

	INF
	0.577 6**
（1.75）
	2.042 4***
（3.77）
	
	0.552 2
（1.01）
	2.049 8***
（3.97）
	
	1.900 4***
（3.67）

	EX
	0.157 7***
（4.13）
	0.380 3***
（5.70）
	
	0.182 4***
（2.88）
	0.371 9***
（6.01）
	
	0.331 7***
（5.10）

	LA
	0.154 7***
（8.64）
	−0.210 4***
（−5.56）
	
	0.247 2***
（8.32）
	−0.241 1***
（−6.72）
	
	−0.279 4***
（−6.78）

	FDI
	0.324 2***
（5.28）
	−0.467 0***
（−4.17）
	
	0.244 3**
（2.39）
	−0.441 1***
（−4.48）
	
	−0.526 1***
（−4.78）

	ST
	−0.024 5**
（−1.98）
	−0.007 3
（−0.36）
	
	0.002 3
（0.11）
	−0.016 0
（−0.83）
	
	−0.009 3
（−0.48）

	TECH
	
	0.327 6**
（2.09）
	
	
	
	
	0.274 7**
（1.83）

	W
	
	
	
	
	0.329 2***
（3.62）
	
	0.312 3***
（3.45）

	常数项
	0.376 2***
（5.73）
	0.195 4
（1.60）
	
	0.128 0
（1.17）
	0.276 5***
（2.68）
	
	0.175 3
（1.51）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家
	135
	135
	
	135
	135
	
	135

	R2
	0.700 0
	0.487 6
	
	0.915 4
	0.729 8
	
	0.738 2



对于样本低技术制造业，结果如表4所示，信息化嵌入对行业技术创新有不显著的负向效应，主要是因为低技术制造业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多集中于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信息化基础设施不完备以及融合能力弱，增加信息化投入并不能明显增强行业创新能力；行业科技创新水平提高仍能增强行业显性比较优势；信息化嵌入显著提升了行业劳动力成本，这也符合近几年来中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成本变化趋势，而劳动力成本提升显著降低了行业显性比较优势，这在理论上有可能促进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或者倒逼其加强创新以构建发展新优势，但是，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作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创新水平低、信息化结合能力弱，且大多集中于加工、制造等低端环节，即使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目前也很难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因此不利于显性比较优势的增强。此外，低技术制造业往往集中于低附加值以及“微笑曲线”中间部分的生产，价值链位置和上游度的差异均会影响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实际结果。分别对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进行Bootstrap检验，均通过检验，说明样本行业中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的间接效应显著，而出现负向影响说明存在遮掩效应。
[bookmark: _Hlk100432274]表4  2000－2014年信息化嵌入对样本低技术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技术创新
	
	劳动力成本
	
	 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

	
	TECH
	RCA
	
	W
	RCA
	
	RCA

	INF
	−0.047 2
（−0.33）
	1.187 6***
（5.79）
	
	0.614 0***
（5.09）
	1.011 8***
（3.83）
	
	1.456 5***
（6.05）

	EX
	0.108 3**
（2.42）
	0.514 1***
（7.86）
	
	0.012 7
（0.34）
	0.597 4***
（8.26）
	
	0.498 6***
（7.70）

	LA
	0.073 3***
（10.19）
	−0.059 3***
（−3.99）
	
	0.119 0***
（19.80）
	−0.027 8
（−1.04）
	
	−0.023 1
（−1.01）

	FDI
	0.159 3**
（1.77）
	−0.423 5***
（−3.26）
	
	0.108 8
（1.45）
	−0.321 3**
（−2.18）
	
	−0.408 2***
（−3.19）

	ST
	−0.162 9
（−1.64）
	−0.092 7
（−0.65）
	
	−0.163 4**
（−1.97）
	−0.185 4
（−1.13）
	
	−0.130 4
（−0.92）

	TECH
	
	0.795 0***
（5.40）
	
	
	
	
	0.988 5***
（5.71）

	W
	
	
	
	
	0.225 3
（1.12）
	
	−0.423 1**
（−2.04）

	常数项
	0.302 2***
（4.76）
	0.466 8***
（4.65）
	
	−0.218 0***
（−4.12）
	0.756 2***
（6.77）
	
	0.316 1**
（2.56）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家
	120
	120
	
	120
	120
	
	120

	R2
	0.794 8
	0.614 3
	
	0.940 2
	0.729 8
	
	0.631 2



5  实证结果补充验证
为进一步增强结论的可信性与时新性，选取并计算了2015－2018年各样本行业的直接分配系数与完全分配系数，进一步说明信息化嵌入对制造业各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行业间的异质性。直接分配系数与完全分配系数的含义和计算公式如下：
                                                   （8）
                          （9）
式（9）（10）中：为直接分配系数，表示一部门的产品和服务直接流向其他部门的分配量占该部门总产出的比例；为生产j产品需要消耗i产品的数量；为i部门的总需求；为完全分配系数，表示ICT产业i对制造业各行业j的完全投入，是直接分配和间接分配的加总，可以衡量信息产业的完全投入水平；为直接分配系数，剩余各项均为间接分配。
ICT产业对制造业各行业的直接分配系数值越大，表明其对该行业的分配量越大，前向关联效应越大，信息化嵌入水平越高，即ICT产业对该行业的推动作用越大。ICT产业对制造业各个行业的完全投入可以用以下矩阵形式表示：
                               （11）
式（11）中：B为完全分配系数矩阵；A为直接分配系数矩阵；E为单位矩阵。
同样，使用J61（电信）、J62_63（计算机程序以及相关服务）两个行业表示ICT产业，基于OECD[23]数据库数据计算直接与完全分配系数。如表5所示，2015－2018年样本行业信息化嵌入对制造业总体行业（不区分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分配系数均为正数，且除2018年外均逐年提高，即信息化嵌入对样本制造业总体行业的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进一步提高制造业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推动其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带动的经济影响迅速扩张，2018年、2019年影响经济规模分别达到9 808亿元、1.6 万亿元（数据来源《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应补充标引著录来源。注意不能以增加来源描述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这句话理解不了吗？！】。分类别来看，ICT产业对样本高技术制造业的推动作用要高于低技术制造业，信息化嵌入水平存在行业异质性，对低技术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存在不稳定性。
表5  2015－2018年样本制造业信息化嵌入的直接与完全分配系数
	项目
	类别
	2015
	2016
	2017
	2018

	ICT产业对总体制造业
	直接分配系数
	0.058 2
	0.064 6
	0.067 1
	0.066 1

	
	完全分配系数
	0.156 4
	0.169 9
	0.176 9
	0.168 2

	ICT产业对高技术制造业
	直接分配系数
	0.040 4
	0.047 1
	0.051 0
	0.051 2

	
	完全分配系数
	0.113 8
	0.129 2
	0.138 6
	0.133 7

	ICT产业对低技术制造业
	直接分配系数
	0.017 8
	0.017 5
	0.016 2
	0.014 8

	
	完全分配系数
	0.042 6
	0.040 7
	0.038 3
	0.034 5


[bookmark: _Hlk100435716]
图5展示了2015－2020年间中国制造业中间品总体贸易额变动情况，以及高、低技术中间品贸易额变动情况，其中中间品贸易额情况反映了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情况。可以看出，在信息化嵌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各行业2015－2020年的中间品贸易额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不断提升。总的来说，制造业行业中间品贸易额由2015年的17 657.62亿美元提升到2020年的21 163.32亿美元，上升了19.9%[23]，其中高技术行业占比远高于低技术行业，且高技术行业中间品贸易额与低技术行业中间品贸易额的差额呈现扩大趋势，说明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结构逐渐优化，由低附加值行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行业转变，同时随着信息化嵌入水平的逐渐增加，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提升。

[bookmark: _Hlk95657615]图5  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贸易额的年度分布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bookmark: _Hlk100433387]面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升级调整的压力，而信息化的嵌入有利于重塑产业发展模式，甚至进一步调整资本、劳动、技术等不同要素的相对重要性，重构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逻辑。本研究发现：（1）信息化嵌入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增强了中国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且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成果显著；（2）信息化嵌入对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提高存在行业差异，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推动大于低技术制造业；（3）对于制造业整体来说，信息化嵌入主要通过劳动力成本中介作用增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中的显性比较优势，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主要由于中国制造业各行业信息化基础与技术创新发展不平衡导致；（4）信息化嵌入主要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促进高技术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的增强，而对低技术制造业来说，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存在遮蔽效应，主要表现为信息化嵌入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发展，信息化嵌入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提升不利于显性比较优势的增强。
[bookmark: _Hlk95657041]以上研究结论对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1）大力发展ICT产业，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走全面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信部在《“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原材料行业、装备制造行业、消费品行业以及电子信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要以电信、计算机互联网等为依托提高重点行业制造业的信息化投入。政府应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信息相关新兴产业，增强信息服务能力，为信息相关新兴产业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推动信息产业与制造产业融合发展，使研发设计、品牌建设等高附加值环节成为推动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主要动力，向“高、精、尖”方向迈进，打破在芯片、高端传感器等领域的“卡脖子”现象，真正实现高科技创新自主驱动。另一方面，着眼于低技术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以信息化嵌入促进其释放新的活力，通过“嫁接”大数据、5G、互联网平台等提高“软、硬”协同水平，提高传统产业生产制造、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效率；传统产业可以开展电子商务活动，利用新兴信息技术与消费者直接对接，推进经营方式创新，向更高端价值链攀升。（2）促进制造业各行业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推动本地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完善。制造业各行业应立足本行业特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信息化与制造业结合能力，促进核心竞争力建设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制造企业应加强信息技术与生产、研发、销售等环节的联动，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实现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行业发展思路，如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以“互联网+”、跨境电商等催生新业态，或是创新增加值提升策略，通过品牌建设、形象文化建设培育新的增长点。（3）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加强低技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传统行业劳动力素质。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使用需要大量高层次人员，从而加大了制造企业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因此政府、企业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政府推动高校教育体系科学发展，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培育信息化与工业化方面的人才；企业推动信息化学习平台建设，加快知识传播速度、增加传播载体的丰富性，为各行业发展储备人才。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其于2005年注册了华为大学，为其客户和员工提供课程培训，以满足企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为做大做强提供了强有力的储备人才。培训机构可以加强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导，丰富专业化培训，以满足追求更高层次知识水平的人才需求、满足劳动要素市场差异化需求。


注释：
1）综合经合组织的高、中、低分类及技术创新平均水平，将制造业行业分为两大类。其中，低技术制造业包括：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纺织、服装及皮革制品制造，木头及木制品加工，造纸及纸制品，印刷及记录媒介的复制，炼焦及石油加工，橡胶及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家具及其他制造；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基础制药业及药物制剂，基础金属制品，焊接金属制品（机械与设备除外），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产品制造，电子设备制造，机械及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2）限于篇幅，具体行业匹配资料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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